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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循证决策机制优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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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社会问题复杂程度的增加，大数据应用为政府解决棘手问题、制定政策方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循证决策的

核心是科学证据，而公共政策的制定需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大数据对科学证据的获取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公

共政策的制定。本文通过分析传统循证决策模式证据质量不高、风险社会遭到质疑、线性范式导致证据割裂的弊端，

提出大数据背景下循证决策模式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优化机制，包含充足的科学证据、完善的科学决策互动机制、连续

的决策周期，进而帮助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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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social issu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has provid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thorny problems and formulate policy plans. The core of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is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must 

be based on scientific evidence. Big data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formul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awbacks 

of the traditional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model, such as the low quality of evidence, the 

questioning of the risk societ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evidence caused by the linear paradigm. It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mechanism for public policy formu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by 

the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model, which includes sufficient scientific evidence, a complet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a continuous decision-making cycle, thereby 

helping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public policy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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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循证”的概念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临床医学领

域，由英国内科医生科多隆在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时首次提出，此

后二十余年，循证思想在医学实践领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20世

纪90年代末，英国布莱尔政府首次提出循证思想并付诸实践。此

后，英国长期致力于循证管理改革。其他欧美国家纷纷效仿这一

理念，继而推广开来。其中，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政府

曾在2019年签署《循证决策法案》，为循证决策提供了制度化

保障。

循证决策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对其相

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03年。[1] 时至今日，循证决策理论仍与公

民参与、公共价值管理等思想共同被视为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重

要理论思潮，近年来受到学术界与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但随着

风险社会的来临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加剧，各种棘手问题大量

涌现，单纯依靠经验决策等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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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对科学证据的获取进而对公共政策制

定的重要价值日益受到关注。那么，大数据是如何与循证决策融

合，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

二、文献回顾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循证决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循证决策强调基于最佳证据进行科学决策，而大数据技术通

过整合多源数据、提升分析效率、强化预测能力，正推动决策模

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在理论层面，需先厘清“循证决策”与“循证政策”的概念

分野，二者既紧密关联又各有侧重。政策制定作为一个动态过

程，若严格遵循证据导向原则，便构成循证决策；其最终成型的

成果则为循证政策。前者聚焦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后者侧重政策

产出的有效性。关于循证决策的概念，Sanderson 认为，循证决

策的核心在于使政府政策行动更具理性，并更大程度上基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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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证据”。[2]Davis 则指出，循证决策是将经过严格检验并确认的

客观证据作为决策的基础，通过将最佳可获得的证据置于政策制

定和执行的核心位置，帮助人们做出更优质的决策。[3]

循证决策突出“信息”向“证据”的转化过程，强调运用科

学方法获取客观、系统的证据，将其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

据。当前关于循证决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有学

者指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系统地收集信息，并依据所收集的

信息进行决策，那么政策的质量将会更加理想。[4] 学者已开始关注

大数据背景下循证决策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大数据首次为社

会科学家提供了处理和解释日益庞大的数据集的技术手段，以及

强大的定量数字运算能力。[5] 大数据运动已超越了对是否采用大数

据的探讨，更多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如何将大数据有效纳入

不同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中等，从而全面推进大数据在政策制定

中的应用。[6] 学者们也开始深入探讨循证决策中数据开放的相关问

题。在公共部门开放数据的背景下，政策制定的透明度、问责制

以及基于证据的决策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和实践机会。[7] 还有学者从心理学行为和行为经济学

的角度来研究循证决策，实现了研究的跨领域。[8]

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的政策循证决策也面临挑战与困境。

首先，数据质量难以保证。数据来源广泛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政策制定需通过数据清洗与标准化来提升可靠性。其次，数

字技术面临伦理风险。算法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公，过度依赖技

术可能弱化政策制定者的判断力。面对上述问题，政府需要建立

算法审计与透明度机制，构建人机协同的决策模式。最后，制度

与文化存在壁垒。数据孤岛与部门壁垒阻碍跨机构协作，传统决

策文化对数据驱动模式的接受度不足。政府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打

破利益藩篱，并推动组织文化转型。

在实践层面，西方学者做的基于证据的医药政策制定和公共

卫生政策的研究，认为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医疗保健，[9] 收集数

据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 我国学者深入

分析了循证决策中证据的内涵及其对政策的影响，[11] 并结合循证

决策研究的方法，综合分析教育等政策的制定。[12]

已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局

限性，目前研究多从宏观视 角出发，在理论层面论述较多，对实

践层面关注较少；同时学者多从大数据背景去考虑，对如何科学

的制定公共政策研究较少。本文旨在对上述局限进行深入分析，

探究大数据时代如何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三、传统循证决策模式的弊端

传统的循证决策模式仍然存在弊端：一是依靠传统经验决

策，证据质量不高；二是风险社会的循证决策遭到质疑；三是线

性范式的实践路径导致证据割裂。

（一）依靠传统经验决策，证据质量不高

在大数据时代的深刻背景下，数据形态正发生根本性变革：

一方面呈现指数级增长的爆发态势，另一方面其价值维度日益多

元分化，结构形态也趋向复杂异构。在此语境下，传统依赖经验

直觉的决策范式，已愈发难以匹配政策制定对科学性的核心要

求，更无法满足社会治理向精细化、动态化演进的现实需求，其

不确定性日益凸显。这种传统的经验决策主要依赖决策者的个人

经验、专业知识及咨询报告等单一来源，不仅受限于决策者的能

力和知识水平，还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更重要的是，传统决策

更倾向于稳定的事后修补理念，而非注重事前预防和精准治理，

难以应对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因此，以数据科学方法为基

础的决策模式更具优势，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社会运行状态，更系

统地分析问题本质，从而实现精准化、前瞻性的政策制定和社会

治理。[13]

（二）风险社会的循证决策遭到质疑

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与建构性特征，它们往往是

新型、跨界、长期潜伏的，而循证决策依赖的“证据”却具有天

然的局限性。一方面，证据的产生依赖于既往经验与可观测数

据，但新型风险缺乏历史数据积累，科学观测与实验难以覆盖所

有可能性。另一方面，风险的建构性意味着其定义本身就充满争

议，即不同群体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循证决策依赖的 客观证据可

能与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脱节，导致即使决策有数据支撑，仍被

视为冷漠的技术暴政。

（三）线性范式的实践路径导致证据割裂

传统循证决策通常遵循单一的线性实践路径，即采取“从小

范围到大范围”的策略：首先在有限范围内开展政策试点，待验

证其积极成效后，在不同情境中推广复制，最终将经实践检验的

政策模式拓展至更广阔领域。然而，这种线性实践路径存在显著

缺陷：即使在同一范围内表现良好的政策，也可能难以在更大范

围内进行有效复制和推广，这使得循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受

到质疑。究其原因，传统的循证决策体系过分强调证据研究的独

立性，忽视了证据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动态互动和互补性，导致政

策推广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挑战。[14] 在传统线性范式中，研究者

的工作范畴多局限于证据的收集与分析环节，对于政策执行、效

果评估等后续流程则鲜有涉足。这种分工模式使得循证决策过程

中各环节之间的证据联系出现断裂，导致决策链的整体性和协调

性受到影响。[15]

四、大数据时代循证决策的优化

作为一种基于算法及快速更新的技术门类，大数据已经应用

于公共领域，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也起到一定作用，政府的决策模

式和治理模式不断得到优化，循证决策证据更加充足，科学与决

策的互动机制更加完善，政策周期更具有连续性。

（一）充足的科学证据

大数据时代，特别是在物联网技术的深度赋能下，公共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得以获取海量级的数据资源支撑。在大数据时代，

数据的获取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面向调查对象进行民意搜集，还

可以通过分析海量的、实时生成的数字化数据（即“大数据”）。

这种多元化的数据获取手段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加全面、

精准的信息支持，同时也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不

仅重视实践性证据的获取，更重视科学式证据和地方性证据的获

取。这样不仅拓宽了数据收集的渠道和方式，而且提高了数据收

集的质量和效率。

但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集，决策者也应提高数据筛选、分析

和挖掘等能力，剔除无效信息，发现隐含信息，使碎片化的数据

转化为知识。获取、筛选和分析以后就是数据分享，只有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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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给更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实现数据增值。从

数据到证据的转化，是政府治理中公共决策循证模式的核心逻辑

基底。数据与证据并非等同，二者存在本质落差 。单纯坐拥数据

资源，未必能实质性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度。政府要通过以

上数据处理，将有价值的数据转化为证据，提高政策证据的相关

性程度、全面性程度、客观性程度以及一致性程度。[15]

（二）完善的科学与决策互动机制

如何有效引用证据是政府面临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积极推动了科学知识与政策决策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

联系并非单纯的时间先后，也不同于单向的决定与服从关系，而

是基于动态反馈机制的平衡状态。高质量证据的生成，植根于多

元利益相关者诉求、民众真实需求与专家专业验证的三重维度；

而其传播与应用，则更依赖多元主体的高效互动机制，包括民众

对政府与专家的信任纽带、政府内部的协同网络、多元主体间的

利益协调机制，以此整合多方资源、凝聚多元利益，最终实现公

共利益与公共价值的统一。要完善这一互动机制，需要三步走：

一是专家、决策者和民众之间的对话，二是建立有效证据传导至

公共决策的情境化过程，三是促进有效证据嵌入公共政策监督。[16]

（三）连续性的决策周期

在大数据背景下，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方式受到冲击，已难

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新变化。大数据不仅重塑了公共政策主体的思

维模式，更深度重构其行为逻辑，这使得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政策

制定呈现出全新特质。公共政策的制定始于问题识别，而大数据

技术能够有效整合分散且海量的公众意见，通过系统性分析实现

科学的证据萃取，为问题的精准识别提供支撑。同时，大数据能

够让这些问题获得公众的高度关注，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进入政

府议程。在大数据环境下，循证决策依托数据采集与分析手段，

得以清晰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对同一议题的态度与立场差异。这种

决策方式能够汇集多元主体的意见，并可通过与社会力量、智库

以及公众开展协商对话，达成共识。这不仅有效防止了决策过程

中的以偏概全和经验主义错误，还显著降低了决策的主观性与随

意性，从而提升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此外，大数

据技术还能帮助收集政策效果的意见，为修正政策和下一轮的循

证决策提供参考。[11]

五、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的循证决策机制优化是技术革新与制度重构的双

重过程。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依靠传统的循证决策模式存在

三个弊端：经验决策的证据质量不高；风险社会中循证决策遭到

质疑；线性范式的实践路径割裂了政策制定过程。大数据背景

下，从问题识别到政策终止，大数据与循证决策的融合为其提供

了有利条件，如充足科学的证据、完善的科学决策互动机制以及

连续性的决策周期，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进而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大数据在优化循证决策机制的同

时，也对数据质量、模型偏差以及隐私保护等问题提出了挑战。

因此，未来需要构建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

可用性；同时，加强算法的透明化与伦理审查，避免技术滥用对

决策公正性的影响。通过技术与机制的双重优化，大数据驱动的

循证决策将更加高效、精准，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力

支撑。循证决策在社会科学领域仍有广泛的前景，需要与大数据

技术继续融合，发挥出更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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